中国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测度及空间特征
——基于36个涉海城市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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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构建海洋科技创新评价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法测量中国36个涉海城市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并利用空间统计工具分析这些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区域特征。研究结果表明：36个涉海城市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呈现“金字塔”结构，能力较强的城市集中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3个海洋经济区且为区域中心城市，其余多数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相对较低；各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表现为异质性强、外溢效应不明显。最后基于测度分析结果，提出应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实现不同涉海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信息共享和协同创新，推进海洋产业集群与技术空间扩散，加快中国海洋领域的科技创新资源整合与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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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Marine S&T Innovation Capability: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36 Sea-relat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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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marine S&T innovation, this paper uses entropy weight-TOPSIS method to measure the marine S&T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36 sea-related cities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S&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these cities by using spatial statistical too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36 sea-related cities have "pyramid" structure of marine S&T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cities with strong ability are concentrated in three ocean economic zones around Bohai Sea,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and are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S&T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most of the remaining cities is relatively low; in additi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S&T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each city show that the heterogeneity is strong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not obviou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measurement analy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op-level design and strategic deployment on the national level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achiev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mong different sea-related subjects, to promote marine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and to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S&T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China's marin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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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海洋作为全球竞争和大国获取战略优势空间的重要地位愈加凸显，世界各国对海洋综合开发与利用高度重视，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支撑海洋科技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以来，中国海洋科技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涉海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加，涉海机构已具相当规模，海洋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各地区和部门相继成立了一批海洋产业科技园、科技兴海产业基地以及海洋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成为中国发展海洋科技、促进产业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量。但与此同时，现阶段中国海洋科技创新面临基础研究薄弱、部分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成果转移转化不足、资源分散导致缺乏有效整合利用等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构建合理、适用的海洋科技创新评价体系，测度当前中国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仅有助于回顾和总结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工作前期经验，而且为决策部门开展下一步战略规划与任务部署提供借鉴。此外，国内各地区推进海洋科技创新的投入与产出力度、技术基础和创新环境等存在差异，区域不平衡现象逐渐显现，因此比较国内主要涉海地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差异及沿海地区海洋科技创新空间分布特征，对于全面审视并优化提升中国海洋创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海洋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但是最近5年的研究成果增长迅速。从研究对象上看，主要包括3个方面：其一，从区域角度考察沿海省份或城市的创新能力水平，如陈红霞等[1]剖析了浙江省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陈超贤[2]分析了山东省沿海城市的创新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也有学者同时研究多个地区，如李晓璇等[3]评价了中国沿海11个省(区、市)的海洋创新指数得分，徐孟等[4]测算了52个涉海城市创新指数及其动态变化。其二，从产业或企业角度考察海洋技术创新的能力水平，如，沈金生等[5]利用生产函数测度了国内海洋知识、科研经费和人才对海洋优势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李星等[6]对国内136家海洋装备制造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海洋装备制造企业的吸收能力、隐性知识转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其三，海洋创新人才培养，如，徐红等[7]提出通过校企合作、强化科研项目实战演练等方式，以促进国内海洋工程领域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朱雪波等[8]提出要以优化海洋类专业培养课程体系为突破口，不断提升国内涉海高校创新型海洋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大多数研究选择构建指标体系来评价区域的海洋创新能力，如，刘大海等[9]从海洋创新环境、海洋创新投入、海洋创新产出和海洋创新绩效4个方面构建了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指标体系，并定量评估了中国国家海洋创新指数的历史变化；刘曙光等[10]选取了海洋科研机构数量及其科技人员和经费投入、论文和专利产出等指标，评价了中国沿海11个省(区、市)的海洋科技创新差异。在研究方法选取方面，使用较多的包括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DEA)、灰色关联度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徐胜等[11]还将多种方法结合建立联合评价模型。
通过回顾相关文献，本文尝试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或完善：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综合考虑涉海研究机构(包括高校和科研院所)与涉海企业，并将其放置到城市尺度上加以考察；而以往研究更多只关注区域内的涉海研究机构，或者单独考察若干涉海企业样本。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熵权-TOPSIS法的集成方法，既能够降低主观赋权或等权重产生的误差[3]，又能够根据评价方案有效解决评价对象的多属性决策问题；目前该方法已被广泛用于区域创新能力或绩效评价，但尚未运用到海洋领域的创新研究中。三是在研究内容方面，利用空间统计工具深入分析海洋科技创新的空间关联效应；而以往研究只分析到省级单位，没有细化到城市尺度[10]。四是在指标选取方面，区分了区域以及涉海科研机构的全部投入与专门用于科技创新的投入部分，并且还把海洋科技创新的经济绩效纳入到指标体系中；而以往研究设置的指标中较少使用这一指标。
2  指标体系和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环境3个维度出发，共设置了11个二级指标，用于测量涉海城市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如表1），指标选取的类型、属性和数量与已有研究大体一致[4,12]，不同之处在于，本文进一步区分了区域海洋科技创新的全部投入与专门投入，也就是说，一个城市中涉海机构的运营投入并非全部用于海洋科技创新领域，只有专门面向海洋科技创新的科研人员和经费投入才是直接有效的，其他投入更多起到辅助作用或是支持创新的外部环境。就此而言，本文设置的指标体系具有更高的测量效度。其中，创新投入除了包括专门的海洋科研人员与科研经费的总量投入，还考虑人员投入结构，即高级职称的专门海洋科研人员占比以及经费投入强度，即城市内所有海洋机构的专门海洋科研经费平均支出规模；创新产出包括3个方面：以海洋科技论文发表数量、涉海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表示海洋创新的知识产出，以海洋技术服务/产品产值表示海洋创新的经济效益，而后者在相关研究中一般很少被考虑；最后，关于创新环境指标，考虑了各个城市涉海机构中全部的科研人员数量和科研经费支出，并纳入财政对海洋科技事业的支持，以及海洋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即本地的海洋创新人才储备。
表1  涉海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代码
	二级指标
	单位

	创新投入
	X1
	专门海洋科研人员数
	人

	
	X2
	专门海洋科研人员的高级职称占比
	

	
	X3
	专门海洋科研经费支出
	万元

	
	X4
	专门海洋科研经费的机构平均支出
	万元

	创新产出
	X5
	海洋科技论文发表数
	篇

	
	X6
	涉海发明专利授权数
	件

	
	X7
	[bookmark: _Hlk10189644]海洋技术服务/产品产值
	万元

	创新环境
	X8
	地区涉海机构科研人员总数
	人

	
	X9
	地区涉海机构科研经费总支出
	人

	
	X10
	财政对海洋科技的支持
	万元

	
	X11
	海洋相关专业毕业生人数
	人



2.2  熵权-TOPSIS法
熵权-TOPSIS法是将信息熵赋权法与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相结合的一种多属性决策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首先使用熵权法确定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然后将权重与指标标准化值相乘构建加权矩阵，最后根据各评价对象与最优解、最劣解的相对距离来计算相对贴进度，进而判断评价对象的优劣水平[13]。该方法能够充分运用原始数据的信息，不受参考序列选择的干扰，具有几何意义直观、信息损失少以及运算灵活等优点[14]。目前，熵权-TOPSIS法已被广泛用于区域资源承载力评价、经济绩效评价和科技竞争力评价等领域，如苟露峰等[15]利用该方法评价了青岛市的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然而对于海洋科技创新，尤其是比较多个涉海城市的创新水平差异，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利用熵权-TOPSIS法测量涉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步骤如下：
（1）构建判断矩阵。矩阵形式如下：
                       （1）
式（1）中：为第个涉海城市第个评价指标的实际值。在本文中，。
（2）计算规范化矩阵，对各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2）
（3）计算信息熵。计算公式如下：
                     （3）
式（3）中：。

（4）定义指标权重。公式如下：
                                    （4）
（5）计算加权矩阵。计算公式如下：

                               （5）
（6）计算最优解和最劣解。计算公式如下：
                 （6）
（7）计算每个涉海城市与最优解、最劣解的欧式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7）
（8）计算相对贴进度，即各个涉海城市的创新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8）
2.3  空间统计分析
在运用熵权-TOPSIS法得到各个涉海城市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以后，本文还将进一步探索这些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与关联效应。在空间统计分析中，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SDE)和莫兰指数(Moran's I)是揭示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特征的有效方法，前者主要从重心、分布范围、密集性、方向和形状等角度揭示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整体特征[16]，而后者一般用于测度地理要素的空间相关性，也是研究城市创新能力的常用指标[17]。本文一方面使用标准差椭圆揭示涉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整体特征，另一方面，为了分析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在空间上是否存在相关性，还将采用局部莫兰指数来分析其空间聚集或交互作用。测算公式如下：
                   （9）
式（9）中：和分别为第和——确认与上面公式中的城市的海洋科技创新水平；为每个涉海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均值；为空间权重矩阵。
通过局部自相关可以看出，海洋科技创新的城市集聚或异常包括4种类型：高-高(HH)、高-低(HL)、低-高(LH)、低-低(LL)。
3  创新能力的测度
3.1  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地摸清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工作基础，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结合技术预测基础性工作，于2017年12月面向中国主要涉海机构开展了科技投入与产出问卷调查，将以往相关统计范围扩大至包括涉海企业在内的305家涉海机构，有效涵盖了中国涉海企业核心力量，数据获取渠道权威可信。考虑到沿海省份一直是中国海洋科技创新的前沿和重心，加上中西部地区的涉海机构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因而本文最终选择中国境内沿海12个省份以及涉海机构驻地较多的北京市作为评价对象，以上13个涉海地区共包含254家涉海机构，约占国内涉海机构总数的84%，涉及的城市有36个（以下简称“样本城市”）。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未按照以往研究以“沿海”作为样本筛选依据，而是以“涉海”作为判断标准，这是因为：有些地区虽然沿海，但尚未形成良好的海洋科技创新格局，难以体现在基本的科技创新指标上；而另一些地区虽然处于内陆，如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这些地区有一批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从事海洋科技创新活动，因而属于涉海范畴。此外，在空间尺度上，本文选择以城市替代省份，这是因为，一些省份虽然靠海，但是其拥有的沿海或涉海城市数量却不多，如广西有14个地级市，但只有3个城市沿海，因此用部分城市代表区域整体显然会影响研究结果。由此，本文认为以“涉海”为依据，并在城市尺度上研究中国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准确性更好。
3.2  海洋创新指标的权重结果
利用式（1）至式（4），可以计算出各个创新能力指标的权重大小（如表2）。在表2中，熵值衡量的是相应指标的变异程度，熵值越大，则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小。例如，X2的熵值为0.968，在11个指标中最大，它表示专门海洋科研人员中具备高级职称的比例，从原始数据看，近2/3样本城市的X2值均处于0.2～0.5之间，总体差异不明显；X7的熵值最小，它对应的指标是涉海技术服务/产品的产值，有15个样本城市低于1亿元、6个城市超过10亿元、4个城市超过100亿元，差异十分显著。熵值较小说明该指标提供了更多有用信息，从而被赋予较大的权重[18]。可以看到，除了X7以外，X5和X6的权重也相对较高，说明样本城市海洋科技创新产出的空间非均衡性较为突出。
表2  涉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测度指标权重
	指标
	熵值
	权重
	
	
	指标
	熵值
	权重

	X1
	0.744
	0.082
	
	
	X7
	0.548
	0.148

	X2
	0.968
	0.011
	
	
	X8
	0.732
	0.086

	X3
	0.698
	0.099
	
	
	X9
	0.654
	0.112

	X4
	0.860
	0.045
	
	
	X10
	0.670
	0.108

	X5
	0.619
	0.115
	
	
	X11
	0.685
	0.106

	X6
	0.664
	0.089
	
	
	
	
	



3.3  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测度结果
在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以后，运用式（5）至式（8）计算得到样本城市海洋科技创新水平的相对贴进度及其排序情况，如表3所示。概括而言，样本城市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即处于高水平创新能力的城市数量少，创新能力越是降低，对应的城市数量反而随之增加。具体来看，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排名靠前的多为直辖市、省会城市或者副省级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它们不仅拥有良好的海洋科技创新环境，而且在创新投入与产出方面具有先发优势。排名第一的青岛在各项指标上均位于前列，海洋科技创新的综合能力达到较高水平，尤其是海洋相关专业毕业生和海洋科技论文发表的数量最多，主要得益于青岛拥有的中国海洋大学以及中科院、自然资源部等下属涉海研究机构。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和大连的得分位分别于0.3～0.6分之间，海洋科技创新能力达到中等水平[19]。在这些城市中，上海的优势体现在海洋科技的经济转化能力以及充足的专门涉海科研人员；北京的海洋科技创新环境最好，其涉海机构数量、科研人员与经费规模位列所有城市之首；天津同样具有很好的海洋经济效益，主要贡献来自中海油、中石油等大型企业落在天津的生产经营活动；广州的涉海科研经费充足；大连的涉海机构数量虽少，但平均科研经费投入较高。相比之下，仍有25个城市的海洋创新得分低于0.1分，约占样本城市的70%，创新绩效水平处于劣势地位。这表明，在空间布局上，目前中国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整体不高，尤其是发展落后的地区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例如，河北廊坊和秦皇岛、广西柳州、梧州和北海，这些地区的海洋科技创新规模小，并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也难以支撑对海洋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此外，区域海洋科技创新能力还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呈现创新“高地”与“洼地”并存格局，如山东半岛的青岛“一枝独秀”，遥遥领先省内其他涉海城市，长三角地区除上海以外，江浙两省其他城市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难望其项背。













表3  样本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测度结果及排序
	城市
	Ci
	排位/位
	
	城市
	Ci
	排位/位

	青岛
	0.613
	1
	
	宁波
	0.049 
	19

	上海
	0.554
	2
	
	海口
	0.047 
	20

	北京
	0.474 
	3
	
	济南
	0.044 
	21

	天津
	0.439 
	4
	
	连云港
	0.035 
	22

	广州
	0.413 
	5
	
	苏州
	0.034 
	23

	大连
	0.385 
	6
	
	南通
	0.026 
	24

	杭州
	0.165 
	7
	
	陵水
	0.022 
	25

	南京
	0.162 
	8
	
	东营
	0.018 
	26

	镇江
	0.149 
	9
	
	汕头
	0.015 
	27

	厦门
	0.142 
	10
	
	江阴
	0.014 
	28

	烟台
	0.125 
	11
	
	柳州
	0.011 
	29

	无锡
	0.097 
	12
	
	廊坊
	0.011 
	30

	舟山
	0.092
	13
	
	秦皇岛
	0.011 
	31

	湛江
	0.070 
	14
	
	梧州
	0.011 
	32

	沈阳
	0.070 
	15
	
	北海
	0.009 
	33

	深圳
	0.060 
	16
	
	台州
	0.008 
	34

	三亚
	0.055 
	17
	
	泰安
	0.005 
	35

	福州
	0.053 
	18
	
	威海
	0.005 
	36



进一步地，根据各个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得分的相近程度，利用MATLAB软件进行聚类，本文以0.5分作为标准化距离，结果如表4所示。可见，随着分类等级的提升，高等级类型中所包含的样本城市数量逐渐减少；除此之外，在同一类型内部，不同城市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空间相似性特征，那些地理上相互邻近的城市更有可能分布在一起，比如，镇江、南京和杭州较为靠近，三亚、深圳和湛江也相对靠近，而它们在地理上分别属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因此，从空间角度进一步探究涉海城市科技创新的空间集聚关系显得十分必要。
表4  样本城市基于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聚类结果
	类型
	城市

	第一类
	青岛,上海

	第二类
	北京,天津,广州,大连

	第三类
	杭州,南京,镇江,厦门,烟台
	

	第四类
	无锡,舟山,湛江,沈阳,深圳,三亚,福州,宁波,海口,济南,连云港,苏州,南通,
陵水,东营,汕头,江阴,柳州,廊坊,秦皇岛,梧州,北海,台州,泰安,威海

	
	



4  空间统计分析
空间统计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海洋科技创新空间分布的整体特征，既包括对所有样本城市的总体分析，也具体到三大重点海洋经济区的局部分析；二是通过局部Moran's I来判断样本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集聚或分散效应。
4.1  标准差椭圆
利用ArcGIS 10分别计算所有样本城市的总体标准差椭圆以及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3个地区内样本城市的局部标准差椭圆，通过对比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椭圆（创新椭圆）与基准椭圆，也就是假设所有地区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相等，可以据此总结样本城市海洋科技创新的空间布局特征。由表5可以看出，与基准情形相比，海洋科技创新椭圆的覆盖面积缩小了近1/4，即出现了空间收缩，表明分布在创新椭圆内部城市的创新效率总体高于外部。这种变化主要来自长轴缩短，更准确地说，椭圆整体向北移动，且南北方向进一步压缩，椭圆的中心点也随之向东北方向移动。上述变化的实际含义是：东北部样本城市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高于西南部样本城市，拉动了椭圆向北移动；与此同时，由于京津两地的创新优势，使得方位角朝逆时针方向发生旋转。局部来看，自北向南依次是环渤海地区，涉及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和山东；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珠三角地区，主要为广东省内的城市。其中，环渤海地区海洋科技创新椭圆的方位角发生了显著偏移，从57.89°增加到110.61°，由地理上的东北→西南格局变为东南→西北格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区域海洋科技创新效率高的城市，如青岛、京津、大连的地理分布呈水平状；长三角地区的创新椭圆位置向东移动且覆盖面积大幅减小，说明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向东部沿海集中；同时椭圆覆盖了长江下游地区，表明长江沿线样本城市的海洋科技创新水平高于长三角其他样本城市；珠三角地区创新椭圆的短轴出现较大程度压缩，东西方向上出现了集聚的空间特征。
表5  样本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指标测度值
	区域
	椭圆对比
	椭圆周长/
km
	椭圆面积/
万km2
	中心点经度/°E
	中心点纬度/°N
	沿X轴标准差/km
	沿Y轴标准差/km
	方位角/度

	总体
	基准椭圆
	5 323
	143.96
	115.99
	29.55
	380
	1205
	 28.15

	
	创新椭圆
	4 341
	112.91
	118.53
	33.47
	382
	 940
	 19.74

	环渤海
	基准椭圆
	2 310
	 34.92
	119.05
	38.70
	230
	 483
	 57.89

	
	创新椭圆
	1 737
	 22.50
	119.21
	38.61
	330
	 217
	110.61

	长三角
	基准椭圆
	1 324
	 11.40
	119.99
	31.22
	277
	 131
	161.18

	
	创新椭圆
	  855
	  5.67
	120.82
	31.13
	153
	 118
	126.12

	珠三角
	基准椭圆
	1 208
	  8.24
	113.74
	23.04
	 98
	 267
	 71.20

	
	创新椭圆
	  883
	  3.38
	113.26
	22.96
	 52
	 206
	 60.78



4.2  局部莫兰指数
根据ArcGIS计算结果，所有样本城市的全局Moran's I值为0.0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P=0.17)，说明样本城市海洋科技创新不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原因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目前“金字塔”型的海洋科技创新格局中，大部分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较低，难以产生技术的空间外溢或扩散；二是部分城市位于内陆，与沿海城市的地理距离降低了空间关联系数。就此而言，关注局部地区的空间关联显得更符合现实，因此，我们重点考察样本城市海洋科技创新的局部莫兰指数。如表6所示，样本城市整体的局部Moran's I值约为−0.102，其绝对值高于全局Moran's I，同时三大海洋经济区内样本城市的局部Moran's I绝对值明显也高于全局Moran's I值。这一方面说明样本城市海洋科技创新的局部空间关联大于整体情况，另一方面，负的空间相关系数表示相邻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更大，即当前的海洋科技创新可能存在空间极化效应。从整体情况看，北京和天津两地相互靠近，且共同具有较高的海洋科技创新水平，因而形成了一个高-高聚集区(第1象限)；而大连、青岛、上海和广州等虽然具有较高的海洋科技创新水平，但是其附近区域缺少与之创新能力接近的城市，因而表现出高-低聚集(第4象限)。对于三大海洋经济区，环渤海地区中北京、天津、青岛和大连属于海洋创新高地，由于周边城市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与之差距较大，因此多数分布在第1、第4象限，即高-高和高-低聚集区，其中，山东的涉海城市数量最多，如济南、威海和泰安等城市，即便与区域中心城市相邻，但彼此的海洋科技创新水平却相差甚远；长三角地区中上海的海洋科技创新表现相对突出，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其他城市多分布在第2象限，或是在第4象限中靠近原点附近；珠三角地区的城市样本较少，其中，广州位于第4象限的高-低聚集区，为整个区域的海洋创新高地。
表6  样本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莫兰指数值及空间象限分布
	区域
	莫兰指数
	城市分布

	整体
	−0.102
	第1象限:北京,天津,南京,镇江,杭州;第2象限:沈阳,秦皇岛,廊坊,济南,威海,东营,连云港,无锡,江阴,南通,苏州,宁波,舟山,台州,福州,深圳;第3象限:泰安,汕头,湛江,梧州,北海,柳州,海口,三亚,陵水;第4象限:大连,青岛,烟台,上海,厦门,广州

	环渤海
	−0.130
	第1象限:北京;第2象限:秦皇岛,威海,东营,烟台;第3象限:济南,泰安;第4象限:天津,大连,青岛

	长三角
	−0.239
	第1象限:无;第2象限:苏州,南通,无锡,舟山,宁波;第3象限:台州;第4象限:上海,南京,镇江,杭州

	珠三角
	−0.090
	第1象限:无;第2象限:深圳;第3象限:厦门,湛江,海口;第4象限:广州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改进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新的海洋创新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中国36个涉海城市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并利用空间统计工具分析了这36个涉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关联关系。主要结论包括：（1）样本城市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呈“金字塔”结构，即随着创新能力的增强，相应的城市数量随之下降。其中，青岛位于塔尖位置，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和大连的创新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其余城市的创新能力普遍较低。（2）位于东部和北部的样本城市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总体高于南部的样本城市，由于样本城市的空间分散性，没有观察到存在全局的空间相关性；从局部来看，三大海洋经济区内的样本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表现出负的空间关联，换句话说，每个经济区内都有少数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但大多数城市的创新能力依然偏低，创新的外溢或扩散效应不明显。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整合创新资源，加强不同涉海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需要依靠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涉海主体的共同努力，通过优势互补、信息共享推动创新资源整合与技术进步。涉海高校作为海洋人才培养基地，既要注重提升质量，还要紧密结合海洋领域技术前沿和行业需求，做到人才供需匹配与精准对接；涉海科研院所要结合国家海洋创新战略，持续推进海洋基础研究，着力攻关海洋核心关键技术，解决领域“卡脖子”难题；涉海企业作为活跃的创新力量，要发挥贴近市场优势，实施重大海洋科技创新工程，进一步加强海洋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海洋经济和产业。三方通过联合组队的形式共同搭建创新基地平台，形成高层次、多形式、宽领域的合作格局。
（2）打造创新高地，扶持一批引领性的涉海高端研发平台。包括海洋国家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在内的涉海高端研发平台不仅是海洋前沿技术的关键突破力量，同时也能产生积极的外部影响和示范效应。目前，中国已经在青岛、上海、大连和北京等城市建成了一批国家级与部级涉海平台，成为地方乃至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科技引擎，然而，不同海洋经济区涉海平台建设情况差距较大，如环渤海经济区涉海高端研发平台的数量和密度远超过海南、环北部湾经济区，有些涉海城市甚至尚未建立海洋创新平台。因此，未来不仅需要强化已建成研发平台的引领作用，还要重点扶持一批海洋科技创新高地，在全国形成若干个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城市。
（3）发挥以点带面作用，推进海洋产业集群与技术空间扩散。目前中国海洋科技创新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区域海洋中心城市对其周边地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辐射带动作用相对有限。因此，需要在打造创新高地基础上，以点带面，扩大海洋科技创新的技术蔓延和影响半径，海洋科技创新高地或核心城市不仅要依托本地、服务本地，更要面向全国乃至世界，培育处于产业链高端的、具备国际一流水平的海洋科技产业集群和创新聚集区。在未来，既要做强做优从近浅海到深远海的优势产业集群，还要稳步推进从沿海地区到内陆涉海地区的空间技术扩散，不断提升海洋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竞争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着力点。
（4）重视宏观统筹，强化海洋强国战略部署和科技攻关。国家各级决策部门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和《“十三五”海洋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相关要求，结合中长期海洋科技发展战略和第六次国家技术预测工作，明确未来15年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思路、目标任务和重点技术方向，加强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超前部署并及时补齐短板，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优化配置海洋科技创新资源的空间布局，加快资金、人才和技术要素的高效流动，实现全国涉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的协同共进，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提供稳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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